加强产品中化学品的风险管理 应对我国履约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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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是《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缔约方，随着公约受控物质不断增加，履约和产品中化学品管控的难度加大。本文浅析当前POPs公约履约的新形势和特点，结合我国目前产品中化学品管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借鉴国际经验，探求国内加强产品中化学品管理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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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ntuate Risk Management of Chemical in Product, coping with the new circumstan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ockholm Conven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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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party of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ion”(POPs Convention), as the chemicals listed in the Annex of POPs convention is grow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Ps Convention is more and more challenging due to the difficulties in risk management of chemical in product. This paper briefly discussed the new circumstance of POPs Convention. Facing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chemical management in China, we need to lear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in risk management of chemical in product, and pursue our own approach to reinforce risk management of chemical in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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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国际社会通过《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以下简称“POPs公约”），并于2004年生效。目前POPs公约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与关注，已有179个缔约方，其中包括中国。公约条款具有强制性，且其限控物质清单附件是开放性的。截止到2015年缔约方大会第七次会议，POPs公约的受控物质数量从12种增加到26种，随着公约管控物质的增加，履约出现了新的形势和要求。
一、当前公约履约的新形势和特点
（一）管控重点从“杀虫剂”转向“工业化学品”，受控化学品从“单一用途”到“多面手”。
截止到2015年缔约方大会第七次会议，公约受控物质清单分五批共纳入了26种POPs（见表1）[1]，涉及到杀虫剂、工业化学品和无意产生共三类物质。其中，工业化学品的限控数量增长最快，POPs公约的管控重点正在由杀虫剂向工业化学品转移。
表1  POPs公约受控物质清单
	年份
	有意生产
	无意产生

	
	杀虫剂
	工业化学品
	

	2001
	艾氏剂、狄氏剂、异狄氏剂、氯丹、七氯、灭蚁灵、毒杀芬、六氯代苯、滴滴涕
	多氯联苯
	六氯代苯、多氯联苯、多氯代二苯并－对－二噁英和多氯代二苯并呋喃（以下简称二噁英类物质）

	2009
	林丹、十氯酮、α－六六六、β－六六六
	五氯苯、六溴联苯、四溴二苯醚和五溴二苯醚、六溴二苯醚和七溴二苯醚、全氟辛基磺酸（PFOS）及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PFOSF）（以下简称PFOS类物质）
	五氯苯

	2011
	硫丹
	
	

	2013
	
	六溴环十二烷
	

	2015
	五氯苯酚及其盐类和酯类
	六氯丁二烯、多氯萘
	多氯萘


在公约受控物质清单中，我国目前仍生产和使用的有PFOS类物质、硫丹和六溴环十二烷3种。其中六溴环十二烷修正案还未对我国生效，暂不讨论。硫丹在我国只作为杀虫剂使用，其管控可参考滴滴涕等杀虫剂类POPs的履约经验。PFOS类物质是首个公约对我国生效后国内仍有生产和使用的工业化学品，可用作农药原料、或作为添加剂用于消防行业、石油行业、电镀行业、半导体和液晶显示器行业、打印机和复印机电子电器件工业、医疗设备等行业。[1]PFOS类物质作为“三剂”化学品，量小作用大，涉及众多化工产品与行业。
（二）信息壁垒加强，化学品使用从“原料”到“三剂”，追踪管控难度增加，供应链传递从“公开”到“隐蔽”。
公约明确了预防原则并鼓励防止POPs在其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产生的不利影响。杀虫剂类产品以农药为主，如硫丹，其原药成分单一，制剂要求标明剂型、有效成分和含量，其生命周期所有阶段易于追踪管理，信息相对公开。
与此相反，工业化学品的生产信息相对明确，但销售环节因有供应商加入，生产和加工、制造企业之间，工业界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壁垒，供应链相对隐蔽。以PFOS类物质为例，作为表面活性物质广泛用作添加剂，可能出现在消防灭火剂、工业器件、某些医疗设备等特殊消费品，或打印机、复印机、半导体元器件、汽车、自行车、家用电器、日用五金制品、仪器仪表等普通消费品中。[1]这些消费品的统一特征为，PFOS类物质不是主要生产原料，不要求标识并指明其含量，因此很难获得消费品中是否含有该化学品以及相关信息，从而对其生命周期所有阶段进行追踪管理。同时，PFOS类化学品是公约首次列入一类化学物质（见图1）[2]，采用化学定义很难穷举这类物质的化学文摘社编号，管控物质清单科学上很难明确定义，化学品进入环境或与消费者接触的途径从公开转向隐蔽，管控面临挑战。

图1  主要PFOS类化合物
（三）开展多层次管控行动，从“单一”到“联合”，突出企业主体责任，从“政府”到“企业”。
按照公约要求缔约方应该采取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措施来消除或者按照公约规定限制受控物质的生产、使用、进口和出口，应采用最佳可行技术和最佳环境实践来减少或消除源自无意产生的排放，并以环境无害化的方式处置、收集、运输和储存POPs库存和废弃物。[3]
硫丹的管控可考虑推广替代农药，逐步取消其特定豁免，最终禁止其生产、使用和进出口，基于目前市场上已有大量可行的替代品，管控措施明确。PFOS类化合物涉及行业面广，用量少但作用大，使用情况基数不清，替代品效果与其环境风险评价缺乏数据，对其可采用的限制或替代措施不明确，需要多部门联合采取行动，并需要相关企业与科研机构积极研发替代品与替代技术从而推动产业创新升级。随着公约受控POPs的增加，无意生产的POPs物质清单（见表1）和POPs库存、废弃和污染场地也不断增加，涉及主管部门多元化，研发推广最佳可行技术、最佳环境实践和环境无害化技术都需要相关企业的积极参与。
二、我国产品中化学品管理现状
产品尤其是普通消费品中化学品的管控较宽松，信息较少。我国产品中化学品管理还处于初级阶段。
（一）未建立成熟的法律体系
随着工业发展，化工产品进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产品中的所有化学品进行管控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工信部、环保部、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等部门在各自领域开展了对产品中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管理措施，诸如颁布了《产品质量法》、《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玩具安全》系列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标准等，开展了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全国生产化学品环境情况调查统计报表制度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统计报表制度，积累了一定的相关管理经验但立法层级较低，并未形成成熟的法律体系。《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对列入化学品的易燃易爆等性质的要求将其管控范围主要限制在工业化学品而非日常消费品。正在制定的《消费品安全法》主要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第三方机构和消费者在消费品安全上的权利和义务做出规定，增加除了损害赔偿以外的保护力度，如危险预警、产品召回等，不对产品中化学品的风险进行管理。[4]在实施的统计报表制度覆盖的化学品种类和供应链信息有限，且相关标准目前只针对某一类产品，一旦出现新的受关注产品或化学品，直接借鉴或者采用现有的管理法规存在困难，不能直接为化学品在各种产品中的管理提供系统的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持，更无法覆盖到化学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二）存在政策执行和监管不力
我国产品中化学品管理的政策法规是不完善的，建立完善的法规制度，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同时已有的政策法规的执行，也存在着走样变形、有选择地执行乃至停滞等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在产品中化学品的风险管理上重视不足，政策执行和监管出现缺位、越位和错位，从而造成政策变形或过渡干预企业和市场，反而丧失了对其的指导和监管作用。
（三）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
在对PFOS类化合物其生命周期所有阶段（见图2）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其生产使用和废弃物的相关信息并非沿着供应链在生命周期所有阶段直线传递，相关信息量更倾向于沿着供应链在生命周期内发散式指数型增长。在不考虑难以纳入统计的家庭式作坊和存在非法途径的基础上，PFOS类化学品的原料-全氟辛基磺酰氟（PFOSF）的生产企业和信息相对易于获得，随着多级经销商向供应链的下方传递，由下游企业生产出PFOS类化合物、聚合物和混合物，再加工得到生产材料和部件，最后制造出产品，通过零售商、品牌经销商等到消费者手中。在这个过程中，PFOSF和PFOS类化合物等的形态和名称均发生了变化，且用作添加剂后，可用于生产大量材料和多种产品，没有专业的知识和分析测试技术，化学品不易追踪，其相关信息不易获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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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PFOS类化合物生命周期示意图
（四）化学品标识和产品标准体系有待完善
我国执行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但并无实施的总体方案，而是由各部委在其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通过危险化学品的登记工作来逐步推进GHS的实施。[6]根据危险化学品的定义需要评估拟列入化学品的易燃易爆性、健康危害性和环境危害性，评估周期长，且不包含对非易燃易爆但存在环境和健康危害的化学品的监督管理，目录中纳入的POPs物质数量有限。目前执行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配有一系列清单产品的相关标准，通过标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标签，表明该产品不仅质量合格，而且在生产、使用和处理处置过程中符合特定的环境保护要求，对产品从设计、生产、使用到废弃处理处置，乃至回收再利用的全过程的环境行为进行控制，但目前仅有政府绿色采购对环境标志产品有优先选择的推荐性要求。 
（五）企业主体责任意识有待加强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狠抓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促进了国内一批化工企业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化工企业本身起步晚，发展过程中大量采用直接购买或模仿国外生产技术的方式，基础化工原料等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化工生产企业占多数，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但技术力量和创新不足。企业本身技术能力不足，竞争激烈并且利润空间不大，现有的利润中又有部分是从严重低估的资源环境价值中透支得出，企业对生产所用的原料往往是从成本和性能等显性因素出发，而无视其环境与健康危害等隐性因素。[7]在产品中化学品管理存在法律缺失并且现有政策执行监管不足的制度缺失环境下，企业由于技术、成本或担心销售等原因，不明确标识或者错误标识产品中有毒有害化学品的信息，进一步增加了对产品中有毒有害化学品管理的难度。
（六）消费者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知识
消费者在产品的供应链中作为弱势群体，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主体，确恰恰是最缺乏产品中有毒有害化学品相关信息的群体。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地球环境的明显恶化和化学品危害信息的及时报道，消费者作为社会主体有保护环境和自身的迫切需求。化学化工作为相对专业的领域，大多数消费者不具备相关知识，虽有需求但在市场活动中并不能意识到在日常消费活动中购买的普通消费品也可能含有有毒有害化学品，如POPs，应该尽量避免购买和使用；或者不具备在厂家或者商家提供的有限信息中筛选出选择不含有毒有害化学品的产品的知识和能力。需求、意识和能力之间的不对等造成了居民对化工企业以及化工产品的传播性爆炸式恐慌，如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漳州PX项目爆炸事故”，造成非理性的强力对抗，不利于自我保护也不利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曾被媒体报道的“广东汕头的垃圾玩具事件”因为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和相关知识不足，化工企业和产品中未出现或者隐蔽性标识产品中有毒有害化学品的信息，未引起消费者足够的重视，报道过后仍在市场上流通，损害了消费者权益。
三、国际上产品中化学品管理的经验
目前世界上化学品管理正从安全生产管理为主的第一阶段步入环境风险管理为主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关于产品中化学品的信息是实现风险管理的关键，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很多。
（一）建立化学品的法规体系
西方国家普遍对化学品单独立法，逐渐完善了化学品的立法机制。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法规体系，调整和规范各类生产、生活活动，做到了化学品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监控。美国从职业安全卫生着手开展立法，最终形成了以《有毒物质控制法》（TSCA）为基本，包括《职业安全卫生法》、《联邦有害物质管理法》、《危险物品运输法》、《有害物质包装危害预防法》、《消费产品安全法》和《资源保护和回收法》等法律法规，分别在化学品评估、职业保护、标签标示、运输、包装、消费产品和危险废料处置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2002年，TSCA的“重大新用途规则”（SNUR）要求对化学品使用方面的进行管理，通过对产品中化学品充分评估，如有必要，可采取措施禁止或限制该用途。《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REACH）制度是欧盟对化学品管理的最高法律，评估和管理包括“三致性”物质和POPs等在内的高关注度物质，是对进入欧盟市场的所有化学品进行预防性管理的法规。同时，欧盟有单独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指令》可以随公约修正案而快速修订，指导欧盟履约行动。其他还有《玩具安全指令》和《关于限制在电子电器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令》，均对相关产品中有毒有害化学品提出了禁止或限值要求。日本有《化学物质审查规制法》、《劳动安全卫生法》、《有毒有害物质控制法》、《消费产品安全法》和《废弃物法》等系列化学品立法，包含了化学品的审查及管理规定，有效控制化学品对人类健康的间接影响。[8-10]
（二）建立相关管理机制，执法手段多样化
美国的TSCA授权美国国家环保局管理“可能造成健康或环境危害”的化学品或混合物，同时劳工部、卫生部、运输部和联邦各州政府在各自职权范围内依法对化学品进行管理，通过排污收费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和贷款制度等多种非强制性执法手段利用经济杠杆引导市场行为，并且积极开展产业界自愿减排计划。欧共体理事会成立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来负责实施REACH管理制度，与成员国机构之间开展化学品评估合作，帮助企业遵守REACH制度，给予化学品安全使用的建议并负责制定和更新高关注度化学品清单。日本的化学品管理中安全生产部分由厚生劳动省主导环境省等部门协助配合，化学品生命周期的其他阶段管理由环境省主导，厚生劳动省和经济产业省等部门协助配合。[8-10]
（三）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
美国环保局下设科学顾问委员会，主要作用是确保EPA的项目与行动有坚实的科学基础。欧盟的REACH高关注物质清单对列入化学品的审查遵循一定的流程，审查过程和结论报告由欧洲化学品管理局负责，对成员国征求意见，其中的化学品评估实验由成员国相关部门具体开展（见图3）[11]。替代原则是化学品风险管理的核心要素，目前公约给出了替代品导则，总结各国在履约和化学品风险管理的实践经验，替代品评估主要通过收集产品中化学品的用途、功能与排放信息，识别潜在替代品并评估其技术可行性、环境友好性和社会经济效应最终选择和实施最优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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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欧盟化学品管理局高关注度化学品审查流程图
（四）明确标准和标识要求
联合国全球化学品分类与标签统一协调制度（GHS）是参照北美、欧盟和联合国现行主要分类和标签制度创建的一套化学品分类与标签制度，是提供化学品和混合物的危险性分类标准和危险性公示工具，以有效实现化学品的危害信息传递。西方国家为减少与国际化学品分类和标签的差异，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环保局、交通部和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于2009年启动修订原先执行的危害传递标准向GHS靠拢，并于2012年正式生效。《欧盟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标签和包装法规》(CLP)于2009 年正式生效,采用了GHS 的基本原则、分类、标识标准、术语和其他适用于欧盟的REACH法规框架，其中物理危害16 种，健康危害10 种，环境危害1 种。CLP针对的是化学物质和混合物的供应和使用环节，主要目标人群是工人、运输者、消费者和急救人员等，比GHS 制度更严格，如当混合物中含有危险物质时，即使混合物整体并不表现出危险性，也需要加贴相应的标签，否则不予在欧盟出售。[12]
（五）企业自愿行动
美国环保局与产业界签署了PFOS类化合物自愿性风险管理协议（2000-2002年）。国际上主要PFOS类化合物制造商都加入了该项目，期间发展可行的替代品，致力于在2015年末之前淘汰PFOS类化合物。1999年起，美国环保局与利益相关方通过可执行的知情同意程序合作并共同完善PFOS类化合物的毒性和暴露信息，与产业界和利益相关方达成可协商但强制性协议，要求签约方按照规定的时间表向美国环保局提交相应数据。产业界和广大研究机构在攻克技术、制定标准、开发监测设备、改善检出限、解决污染和科学问题等方面的挑战起到了关键作用。2010年，加拿大环境署和健康署，连同4家公司签订了环境保护协议，并于2015年底前生效。达成的环境绩效协议鼓励产业界尽可能减少加拿大境内销售产品中的全氟化合物残留，签署的公司有义务进行年度报告。
（六）信息公开
环境保护需要公众参与，在西方国家的实践中环保NGO组织和公众监督对促进环保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美国有毒物质排放清单制度（TRI）和欧洲污染物释放与转移登记制度（PRTR），公众和供应链上的利益相关方可通过网络获取污染源的具体位置、排放哪些污染物。美国环保局的助理局长由首席信息官担任，具有跨部门的约束、协调及资源支配能力，保证了环保局信息化的实施。欧盟颁布了环境信息公开指令，确保公众获取公共权力机关所持环境信息的自由,同时也确保整个欧盟环境信息发布方式的可比性和协调性。美国和德国、瑞典等欧盟国家政府通过网站、散发或寄送指导手册等宣传品向受管理部门和公众提供生产、生活中更需要的法律、管理及化学品数据、监测和评价信息以致力于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引发公众对环境损害的关注和支持，为公众参与提供了便利。同时，企业在守法过程中遇到技术难题，政府会提供出版材料、语音、会议等形式的技术援助，大大降低企业地守法成本。
四、关于加强产品中化学品管理的建议
POPs公约强调对受控物质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环境管理，有益于推进“从摇篮到摇篮”的循环发展模式。结合国际经验并针对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建议如下：
（一）建立完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
目前国内尚无专门针对产品中化学品的相关政策法规，部门规章法律效力等级不够，众多产品特别是普通消费品缺乏管理规定和化学品标准限值，已有的部门规章和标准中有毒有害化学品指标存在缺失或过于宽松，相关的技术规范和监测不成体系。建议研究出台《有毒有害化学品管理条例》配套制定有毒有害化学品目录，及时更新并纳入POPs等化学品，对其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进行风险管理，并将产品中有毒有害化学品的预防和削减工作纳入环境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有效控制和减少有毒有害化学品的生产、使用和废弃过程中对大气、水和土壤的排放。
（二）各部门沟通协调打好管控组合拳
经验表明，良好的协调机制是合作共赢的必要条件。在管理需求迫切但技术支持不足的现状下，发挥各部门传统优势采用多样化的管控措施已经被西方国家证明是进行产品中化学品管理的有效机制。可在借鉴国际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现有POPs公约履约经验，建立部际协调领导小组，研究制定并负责实施我国产品中化学品的管控措施。
（三）制定化学品管理评估技术体系
参考POPs公约替代品评估导则和西方国家化学品评估体系，结合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化学品评估工作，制定化学品管理评估技术体系势在必行。产品中化学品管理不仅需要识别需要管控的有毒有害化学品，制定开放性清单并及时审查更新；同时应该收集管控产品中相关化学品的组分信息，根据用途评估其风险管理措施；还需要评估拟管理化学品的替代品和替代技术。
（四）规范产品标识要求
我国在GHS 的实施范围主要涉及危险化学品和新化学物质。借鉴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建议加强对化学品和混合物的供应和使用环节的标识要求，如当混合物、部件或产品中含有管控化学品，即使整体并不表现出危险性，也需要加以标识，以利于以环境无害化方式处理处置其废弃物，这也符合POPs公约的相关要求。
（五）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我国化工企业整体上技术实力不足，国际竞争力不强。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应该推动企业绿色发展，创新发展，从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培养企业的环境资源意识，实现由企业发展来带动环保发展，而非环保发展制约企业发展。
（六）推动信息公开
产品中化学品因全生命周期涉及供应链环节多，涉及主管部门多以及利益相关方多，其数据信息的获得存在困难。建议加强产品中化学品管理的信息化，推广PRTR并公开相关监测报告。积极向消费者和供应链上的利益相关方宣传相关知识和信息，提高公众参与度和参与能力，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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